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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国歌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号声从战火纷飞的抗
战年代延续到新时代，始终嘹亮不息，深植于每一个中国
人的集体记忆之中。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其铸牢中华民族共
同体意识的功能，如孟凡东、周星江从“‘何以形塑’视角切
入，阐释该曲在内容与形式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标
识性建构”[1]；刘丽英、郭鲁川认为，“诞生在中华民族危
亡时刻并一直传唱至今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同样应当是中
国近、现代史的文化象征之一。”[2] 或集中于音乐结构与曲
式分析，如童忠良指出“其曲式段落严格遵循黄金分割律”
[3]。姜涛分析“该曲音乐结构的独特性 、歌词运用自由体新
诗歌的呐喊性以及军号独奏的引子与纯四度向上跳进 的‘核
心音调’的手法”[4]或是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放在历史语境

下，同同类型抗战歌曲一同进行分析；曹铃玉认为“用抗战
音乐在危难时刻来承载民族大爱 最有效可行”[5]然而，鲜有
研究从符号学视角系统考察该曲如何通过多模态符号编码
实现国族认同的生成与传播。本文将以罗兰·巴特的神话
修辞术与皮尔斯的符号三分法为主要理论框架，重点分析
歌词中“长城”“奴隶”“吼声”等象征符号的神话化操作，旋律
中号角前奏、上行音阶等音乐符号的指示性与像似性功
能，并进一步考察传播场域中符号意义的互动增殖、仪式
化场域中个体情感到集体记忆的转化，以及国歌法定身份
如何将歌曲固化为超越历史时空的结构性记忆符号。通过
这一分析，本文旨在发现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从抗战战歌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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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将从符号学的角度去分析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如何成为国族认同符号。歌词通过“血肉长
城”等多重意象将历史自然化为永恒的民族精神，旋律中以号角前奏、上行音阶等音乐符号激发身
体共鸣。歌曲通过集体歌咏、媒介传播等途径在互动中不断增殖意义。成为国歌后，它经由升旗仪
式、学校教育等国家仪式，从个人体验转化为集体记忆和结构性记忆，最终固化为超越历史的永恒
象征。研究表明，歌曲通过符号编码与意义生产，内化为民族的文化底色，持续参与中华民族共同
体意识的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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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；与此相对，“把我们的血肉，筑成我们新的长城”一句
连续使用“肉”“筑”“城”等齿音与爆破音交错的字词，在演唱
时舌尖与牙齿的碰撞、气息的短促阻断制造出一种咬紧牙
关、字字铿锵的听觉质感，听众即使不看歌词，仅凭这些
声音的物理特质也能感受到一种“决绝”与“坚硬”的情绪底
色，这种语音层面的审美快感先于歌词意义的传递直接触
发了演唱者与听众的身体共振。

聂耳对旋律的处理同样体现了这种身体性逻辑，如前
文所述，“起来！起来！起来！”这一句音调逐次爬升、节
奏由弱到强，其听觉轮廓与“从蹲坐到站立”的物理过程高
度同构，当听众跟着哼唱时声带的紧张度随音高爬升而递
增，胸腔的气流随节奏加速而加强，这种生理上的“用力
感”与“攀升感”与歌词“起来”所表达的奋起意念完全重叠，
演唱者不需要切身去实地感受什么是民族危亡，他的喉咙
和胸腔已经在替他先行那股向上挣脱的力量，而“冒着敌人
的炮火，前进！前进！前进！进！”以连续递增的短句模拟
步伐的加速，旋律的重复与上升让演唱者的呼吸不由自主
地加快，仿佛双腿正跟随节拍向前迈进。而另一首同样由
聂耳作曲，黎锦晖作词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“歌词延续了旧
制的尾字押韵，句式对仗工整。但作为一首进行曲式的战
歌，歌词结构过于拘谨繁琐、欠缺灵活性和召唤感，再加
上因循旧制的曲式结构，整首歌曲显得缺乏时代感和力量
感”[13]

田汉作词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非对称结构所带来的听
觉新鲜感，与大多数进行曲遵循的整齐对称的乐句结构不
同，聂耳有意打破了工整的句式，“根据歌词 的分句特点，
把这首歌曲处理成六个长短不等的乐句所形成的自由体结
构”[14]。使歌曲在形式层面既保持了口号式的简洁有力又
避免了机械重复带来的听觉疲劳，这种“似齐非齐、似散非
散”的结构让听众在每一次聆听中都能获得新鲜的形式刺
激，既容易上口又不易生厌，其结果是歌曲一旦进入耳朵
便难以被遗忘，你不需要刻意回忆，旋律自己就会找上门
来，在无意识中持续地召唤你的身体回到那个“挺直腰板、
握紧拳头”的状态。正因如此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审美感
召力并不依赖于受众的文化素养或政治觉悟，文盲可以
唱，孩童可以哼，身处海外的侨胞听不懂全部歌词也能被
旋律打动，歌曲首先用开口音的爆发力“抓”住了喉咙，用
上行爬坡的像似性“拉”直了脊背，用号角前奏的指示性“绷”
紧了神经——这一切发生在理性思考之前，正是这种“形式
美感→身体共鸣”的审美机制让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“以激昂
的旋律激发了中国人的共有记忆，进而形成共同信念、凝
聚国家认同。”[15]

一首歌如果只停留在唱片或简谱上，它的意义便始终
是私人的——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理解，却无法确认自己
的理解是否与他人相同。这就需要个体主动从私人领域走
出，融入公共领域，获得更多相同意识。“公共领域是和私

人领域相对的概念�指的是人与人在各自的私人生活空间
之外所形成的一个社群空间。”[16]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正是
通过歌咏会、集会、广播等仪式化的集体传唱场景，将每
个人在独自聆听时获得的私人化的审美体验，转化为一种
大家可以共同拥有、共同确认的情感经验，完成了从“我听
见了什么”到“我们共同经历了什么”的飞跃。

田汉被捕后，聂耳将写在香烟盒上的歌词谱写成曲，
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：如何让一首自由体新诗变成人人能
唱、人人会唱的战歌？他的解决方案是将复杂的情绪压缩
为最简洁、最有力的声音形态。长达十三个字的“每个人被
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”被安放在较低的音区，音符短促而密
集，听起来像极了压抑在胸腔里的闷气在翻滚、在积聚；
而紧随其后的三个“起来！”则像突然冲破了闸门，音调层
层拔高，形成一种释放感，这不仅仅是旋律设计，更是对
“从忍受到爆发”这一普遍心理体验的精准描摹。旋律上的
这种“先压后放”，让每一个演唱者都能在声音中找到自己
情绪的对应物，那十三个字的压抑感，像是受众在面对当
时局势时有口难言的憋屈，而三个“起来”的放开，则变成
了说不的那一瞬间。这种通感式的创作，使得歌曲在私人
聆听时就能引发强烈的个人共鸣。

抗战时期无处不在的集体歌咏场景，让这首歌得以超
越个人体验层面而升华为民族的集体记忆。“刘良模在上海
西门公共体育场指挥数千人齐唱”[17]，昆明联大师生组织
的歌咏队徒步两千里沿途教唱，“‘七君子’获释时与数百名
迎接群众一同高歌”[18]——这些场景构成了一个个“仪式场
域”：在同一个空间里，数千人同时张开嘴巴、发出相同的
声音、经历相同的“先压后放”的情绪起伏。这种听觉上的
同频催生了一个关键的变化：当一个人唱出“起来”时，紧
接着他能听到成千上万个“起来”在回应他——个体的表达
获得群体的接纳、扩散与确认。这种“我知晓他人亦知晓”
的相互印证，正是集体记忆形成的心理基石，它并非简单
的“众人聚集、各自表述”，而是在同一套符号体系的反复
交流中，每个个体皆从他人的表达中感知到自身情感被真
实地共享。

场域的扩大并不止于面对面的集会。广播电台让同一
首歌在同一时刻进入千家万户。媒介并非只是扩大了听众
范围，更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想象的共时性。一个正在收
听广播的市民知道，此刻有无数他不知道姓名的人正和他
听着同样的号角声、同样的“起来”，这种同频共振的心理
感受，正是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符号层面的最早萌芽。当新
加坡电台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作为每天播音的开始曲、印
度德里电台将其用作对华广播的前奏时，这种想象的共时
性甚至跨越了国界，让海内外华人通过同一套声音符号确
认了彼此的同属一个命运共同体。

由此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传播过程本身便是一部从
个体体验到集体记忆的转化史。它从香烟盒上几行潦草的
歌词出发，经过聂耳的旋律赋形，再经由无数个广场、军
营、电台、唱片机的接力传播，最终在亿万民众的喉咙里
反复“再生成”——每一个演唱者都在自己的声音中加入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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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的情感分量，而这种情感分量又被群体合唱吸收、放
大、固化，沉淀为跨越代际的记忆场。这个记忆场一旦形
成，便不再依赖于任何一次具体的演唱活动而存在：它成
为一种文化底色，潜伏在民族的听觉深处，只要前奏响
起，那些从未经历过战争的年轻人，也会在号角声与上行
旋律中瞬间接通前辈们用喉咙传递下来的那种挺直脊背的
身体记忆，由此完成了从个人感动的偶然事件到民族认同
的必然结构的终极跨越。

从1949年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
国歌，到2004年正式写入宪法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从此不
再仅仅属于它所诞生的那个抗战年代，而是被赋予了“超越
时间的合法性”，成为每一代中国人都必须持续面对和回应
的“永恒图腾”。

在1949年之前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可能更多的作为抗
日战争具体历史情境的“功能性”战歌，其有效性在于“敌人
当前、危亡在即”的现实紧迫感，而国歌的法定地位赋予了
它一个全新的符号身份：它不再是“用于抗战的歌”，而是
“代表国家的歌”，巴特所说的“神话”在此完成了最后的自然
化——歌曲的意义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“拔出”，重新锚
定在“国家永恒存在”这一抽象框架上，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
险的时候”不再仅仅指涉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危机，而是被
理解为一种警示性的永恒陈述，告诫每一代人危机会以不
同的形式反复出现、居安思危是民族生存的必备意识。同
时“把分散的抗争诉求整合为统一的革命力量，在共同战斗
中强化集体认同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强大实践动
力。”[19]

“起来！前进！”不只是对当年战场上士兵的即时指
令，而成为一种超越具体行动的精神姿态，转化为“永远不
向困难低头”的民族性格的听觉表达，这种去历史化的语义
漂移恰恰是符号获得永恒性的必经之路——当一首歌不再
依赖具体语境而仍然有效时，它就从事件升华为了图腾。
国歌身份更重要的一项功能，是它被嵌入了国家仪式的日
常运作中：当学校每周一升旗时奏响国歌，当重大体育赛
事开幕时全场齐唱，当国庆庆典中军乐团奏出那熟悉的号
角前奏时，“国歌作为共享情感的媒介，通过音乐和歌词传
递共同的价值观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”[20]

国歌身份解决了代际传递中的“记忆断代”问题：对亲
历过抗战的那一代人而言，歌曲的解释项与具体的生命经
验紧密绑定，他们曾在防空洞里听到它、在送别战友时唱
过它，承载的是血肉模糊的真实记忆，但随着这一代人逐
渐离去，未经历战争的后来者凭什么对“血肉长城”“最后的
吼声”产生认同？国歌身份恰好使得歌曲不再依赖“真实记
忆”来维持其有效性，而是转化为一种“结构性记忆”，即“关
于记忆的记忆”：新时代青年对国歌的认同并非因为他记得
抗战，而是因为他记得“小时候每周升旗时老师要求我们站

直、注视国旗、大声唱出来”这一系列仪式化的童年经验，
国歌的法定地位创造了一个“记忆的传送带”，亲历者的真
实记忆被凝练为国歌这一符号载体，后来者通过反复接触
这一符号载体在心中建构起对那段历史的“二手记忆”，歌
曲的意义不断被“再激活”却永不耗尽。“国歌既具有文化功
能，也具有法律功能，使得聆听者或吟唱者能够兼而体验
并巩固一种集体性的社会团结和国家团结，从而自如地面
对异质性的现代社会和国家的不同要求。”[21]

同时国歌身份还改变了歌曲的情感指向：在战时歌曲
的核心功能是激发反抗，唤醒人们对敌人的仇恨和战斗的
冲动，而当它成为国歌后，其功能重心从对外抗争转向了
对内凝聚，每一次升旗仪式中的国歌奏唱更多地指向“确认
我们是一个共同体”的内部归属感，歌曲原有的号角式的进
攻性音量在仪式语境中被重新阐释为一种庄严的宣告，在
新时代它不再高喊去打敌人，而是宣告“我们仍然站在一
起”，这种情感指向的微妙位移使得歌曲得以包容更广泛的
社会成员，即便对抗战的历史认知存在差异，不同背景的
人仍然可以在国歌仪式中共同完成“站直、肃立、歌唱”这
一套统一的符号行为，行为本身的一致性在符号学上先于
观念的一致性而存在，它通过在物理层面制造整齐划一，
在心理层面诱导出“我们同属一体”的归属感——这正是国
歌作为认同再生产装置最为隐蔽却也最为有效的运作机
制。“国歌创设了一种“听”音乐的方式，带有共同体标记的
国歌，通过提供具备特征属性的辨识度强的符号来指引国
民，告诉国民“他”是谁，其国民身份由共同体属性、文化
属性共同赋予，使国民通过感受国歌直接联系共同体。”
[22]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完成了一条完整的符号转化路径：它
从香烟盒上的几行诗出发，在聂耳的旋律中获得了听觉的
身体感召力，在抗战的集体歌咏中沉淀为民族的“记忆
场”，最终通过国歌法定身份的赋权将自己固化为一枚超越
具体历史时空的永恒符号——它不再仅仅是“关于抗战的
歌”，而成为“关于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听觉证明”，每一代
人都在与它的持续遭遇中重新确认自己的国民身份，由此
实现了民族认同的生生不息的代际再生产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符号学旅程，是一条从个体书写
到集体共鸣、从特定历史语境到永恒文化图腾的意义升华
之路。从田汉在香烟盒上写下的数行诗句，经由聂耳旋律
的赋形，便不再只是纸上文字，而是获得了直接调动感
官、指挥身体的声学力量。它在广场与军营中被千万人齐
声唱出，便在个体体验与集体记忆之间架起了桥梁；到最
终被确立为法定国歌，便完成了从事件性战歌到结构性记
忆的体制化转型，成为每一代中国人确认自身国民身份的
声音凭证。正是通过多层级符号编码与意义生产的层层叠
加，使得《义勇军进行曲》超越了具体历史时空的限制，
沉淀为中华民族听觉深处永不褪色的文化底色。每一次前
奏响起，它都在向每一个聆听者发出同一个永恒的叩问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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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“你是谁？”而每一次齐声歌唱，都是一代人对这一叩问
的集体回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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